
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探索

加快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大体系”的新思考

郑大华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它的历史虽然不
短，但学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该学科自身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并没有真正构建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在内容上与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并无多大区别，很多就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济
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各种思想史的大拼盘、大杂烩。这些问题涉及的是
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定位，亦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
问题。

一、必须首先搞清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

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哲
学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思想的大拼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近
代思想史看成其他分支学科的各种思想的有机组合。思想史没有区别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
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是思想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解决，思想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无法真正构
建起来。
那么，什么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呢? 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时代主题，每一时代思想

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便是由这个时代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亦即每一时代思想家或历史人物从他

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这一时代主题所进行的思考，所提出的各
种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甚至斗争就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那么，中国近代
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呢? 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亦即把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

义列强以及后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下解放出来; 二是社会进步，亦即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主
义的束缚、压迫和羁绊下解放出来。要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及后来的帝
国主义; 要实现社会进步，就必须反对封建主义。反帝和反封建，亦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互依
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的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
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
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若干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而提出的各种

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或内容，那么，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但
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
别开来，而且也与各种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
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就是近代不同时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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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哲学问题认识的矛盾发展史”; ①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
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通过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而实现近代转型的;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它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 二是西方学术的中国化。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
它们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 如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
济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等) 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
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

象或研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

二、必须确立真正体现中国近代思想史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历史分期

长期以来，受传统的革命史观影响，政治或政治史统帅一切，无论是思想史、经济史，还是学术
史、文化史，都是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如 1840 年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开端，也是其他近代史分支
学科的开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同样也是其他近
代史分支学科的分界。这是就大的分期而言。从小的时段分期来看，传统的中国近代政治史有所谓
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也基本上是按“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框架划分时
段。不可否认，中国近代政治史与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关系密切，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受中国近代
政治史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演变和发展制约着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演变和发

展，但中国近代政治史毕竟不等同于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有自己演变、发展的
内在理路及其历程。因此，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分期，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
期。就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讲，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因为
思想史的最大特点是其发展的连续性，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相比较而言，政治史的连续性就不如思
想史的连续性那么明显，那么强烈。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政治上来讲，清
王朝的统治终结了，开辟了新的时代纪元，但从思想史来看，不少人的思想可能还停留在 1911 年以
前，并没有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民初就有不少清朝的遗老遗少存在。这
是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一个理由。
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二个理由也是其主要理由，即: 思想史和政治史

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就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如前所述，它研究的主要是不同时
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
两大时代主题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
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而中国近代政治

史研究的则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民
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制度建构，以及这些斗争和建构对社会产生

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在政治史上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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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能就不那么重要，比如袁世凯，人们无

论对他如何评价，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但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人们

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政治史时，就不可能不写他，甚至要重点写他，但袁世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就很

难说是重要人物了，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思想史时，就不会重点写他，甚至可以不写他。晚清的最
高统治者慈禧亦然。书写晚清政治史，当然少不了她，因为她不仅是辛酉政变和戊戌政变的主角，而
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操纵者、反对者或主持者，是历次对外战争的最
终决策人。但她不是一个有思想的统治者，在思想史上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反之，像魏源、龚自珍、
包世臣、王韬、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陈炽、严复、鲁迅、冯友兰乃至胡适、梁漱溟、张君劢、张
东荪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可以说毫无地位可言或地位不很重要，但他们在中国

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则不可否认，书写中国近代政治史可以不书写或不重点书写他们，但中国近

代思想史一定要重点书写他们。一些事件也是一样。如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
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它就不具有分界线的重要

意义。与五四运动相反，1915 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要比它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重要得多，在政治上它无足轻重，但在思想史上有着标志性的重要地位。再如，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
的成立，在政治史上当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和国民党统治的开始，这

也是国内所有的政治史著作都以它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把它作为中国近代

思想史的分期，就不如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更合适一些，因为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
影响更大，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社会思潮都发
生了与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相适应的新变化、新发展。如此等等。既然中国近代思想
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不一样，其分期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总之，笔者不赞成以中国近
代政治史的分期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

思想史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

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鸦片前后的嘉道年间到 1915 年《新青年》创刊前。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
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甲午战争之前，思想
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之后，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学习西
方”。第二个时期是从 1915 年《新青年》创刊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
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马克思主

义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
运用于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的新的阶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历史起点。第三个时期是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统治以及独裁内战的斗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挽

救和解放中华民族的最好武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成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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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
以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只是大时段或长时段的分期。实际上，在大时段或长时段的

分期内，又可以根据思想史演进的自身发展轨迹，分为若干时段。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
是把对思想史的长时期的宏观考察与对发展过程中的时段性的特征把握结合起来。就以第一时
期而言，从嘉道年间起，至 1915 年止，就经历过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
潮、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戊戌后到 20 世纪初的思想启蒙，
20 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和立宪思潮，以及民国初年尊孔复古思潮这样一些发展阶段。这些思潮或思
想运动的相继兴起，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这么短的时期内，竟然出现过这么
多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潮或思想运动，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

很少看见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

主要依据的是笔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
以讨论。但要强调的是: 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
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这
是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正确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碰到和需要解决的是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某一种思想或思潮为什么会在某一历史时
期出现，而不是在另一历史时期出现; 某一性质的思想家为什么会产生于某一时代，而不是另一时

代，其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物质生产或社会存在。比如，洪秀全
之所以是洪秀全，而不能成为康有为或孙中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
还不具备产生康有为或孙中山的物质基础或社会存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更不要说出现

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加上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还没

有大规模传入中国，所以洪秀全只能提出反映农民小生产者愿望和要求的《天朝田亩制度》，而不可
能提出反映资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君主立宪主张或“三民主义”纲领。再如，中国早期维新思潮之所
以出现于 19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尽管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
后，在洋务运动的作用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伴随着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
其形成的过程。一定的思想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相联系的。早期维新思潮反映的正是
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换言之，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正在

形成过程中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就不会有早期维新思潮。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
想史，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加强对思想家的所处时代、生存状况和生活过程的研究，搞清楚某一思
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其时代、思想的产生与物质的生产之
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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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要摒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讲的
社会存在，是广义的社会存在，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外，还包括思
想家的生命历程、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之所以是洪仁玕而不是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这是因为
洪仁玕有过几年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接触和耳闻目睹过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果他像洪秀全一样始终

生活在内地，恐怕也提不出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资政新篇》。郭嵩焘之所以能从洋务派中分
化出来，主张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甚至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与他出使英国、对西方思想文化
和社会政治制度有较多了解和切身体会有关。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生
活经历对其一生有着重要影响。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他在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
给他谈了他早年的一些故事。毛泽东的父亲性格比较粗暴，动不动就打孩子。平常他都忍受了，
但有一次进行了反抗，父亲打他，他夺门而逃，父亲便在后面追打。当他跑到一个水塘边上时因无
路可逃便站住了，他转身对身后追打他的父亲说，你再追我就跳下去。父亲果然不追了，因为当时
是冬天，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会冻坏身体。这件事使毛泽东认识到对于强权要反抗，也只有反抗
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本来是少年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
印记。他后来曾多次提到过这件事。由此可见，它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远。长大后的毛泽东那种
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和斗争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这件事对他的感悟和启发存在着一定
的联系。
所谓生存状况，既包括思想家的经济状况，是富有还是贫困; 也包括思想家的社会地位，是当

官的还是平民百姓。经济状况的不同，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差异。马克思曾批评过 19 世纪中叶
英国的那些衣食无忧、生活悠闲的大学教授们，在他们吃饱了、喝足后，嘲笑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
时、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工人觉悟太低下，只知道要面包吃、要缩减工作时间，而没有像他们一样
要求选举权，要求民主和自由，是真正的下里巴人，这些大学教授们根本不慬得，对当时的工人来

说有面包吃和缩短工作时间比选举权和民主、自由更迫切、更重要。我们常常批评洋务派不主张
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搞政治改革，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遭遇严重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
上，洋务派并非对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不了解，并非不知道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比中国传统的政

治制度更好一些，如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就对于中国上下隔绝的政治局面进行过批评，但由于

他们是体制内的人，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尽管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西方

政治制度的长处，但和体制外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不同，他们不敢也从来没
有想过要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来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有个
洋务派官僚叫张树声，官居两广总督，早就对西方的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有好感，但直到临死前才

敢在遗奏中向朝廷提出仿行西方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和主张。因为他是要死的人了，不怕朝廷追
究了。
至于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孟母三迁其居的故事为例。孟子的母亲之所以要三迁其

居，就是为了给孟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另外，思想家所受的教育和他交往的圈子，对其思想
的形成和发展也很有影响。人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实际上讲的就是交友对一个人影响的
重要性。
既然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产生或形成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

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思想时，除要研究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外，还应加强对他的生活经历、

32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5 期

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研究，看他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到过哪些地方，经历过哪些事件，经济状

况如何，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喜欢和哪些人交往，其亲朋师友尤其是师友的思想是怎样的，对他产

生过哪些影响等。在同一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所以会产生不同类型或性质的思想家，这与思想
家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必须用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观点思考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近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行程。
面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任何一种思想、

思潮或思想家的产生及其活动，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对历史

问题有真切的认识，更无法对研究对象得出实事求是的理解。用列宁的话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
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比如，有人脱离辛亥
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背景，抽象地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
儒学、反孔教问题，不批判袁世凯、康有为借孔教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反而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反
儒学、反孔教是全盘反传统的过激行为，甚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学、反孔教造成了中国文化
的断裂，罪莫大焉。这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二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由于社会和

时代的发展变化，一种思想、思潮或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时期的作用或地位往往是不同的，不
能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研究、评价他们。人们常说严复、康有为等人“从离异到回归”，早年进步，
晚年保守。实际上无论严复，还是康有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前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是社
会，是时代。社会和时代变化了，前进了，他们的思想却没有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进步，
因而成了历史的落伍者。比如他们在政治取向上，始终都是君主立宪论者，如果说君主立宪在戊戌
变法时期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有它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了民国初年，君主

立宪则成了复辟倒退的代名词。面对这样一种变化的社会和时代，在研究思想史时就必须把研究对
象放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研究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或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这样才能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所以，笔者不赞成用“进步”或“落后”、“激进”或“保
守”、“革命”或“改良”等词汇对近代思想人物的一生盖棺定论，而主张分时期分阶段地评价他们。
实际上，我们在近代中国很难找到一个一生都“进步”或“落后”、“激进”或“保守”、“革命”或“改良”
的思想人物。比如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发动和领导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
护法运动等，但他也不是一生都主张革命，他早年曾向往过改良。又如梁启超早年曾极积地介绍和
宣传过西方文化，西方很多思想和思想家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但在晚年，受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影响，他对西方文化持的则是批评的态度，而主张中西文化的互补和调合。换言之，在文化取向
上他早年激进，晚年保守。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早年也主张并积
极参加过湖南的自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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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节选) 》，《列宁选集》第 2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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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统一的、有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实际
上，和整个自然界、生物界一样，人类历史也表现为统一的、运动的有机整体，并非偶然事件的毫无联
系的堆积。因此，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思潮和思想家时，就要用整体的、联系的观念，对它
或他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出其产生、发展的整体过程和内在本质。列宁就曾指出: 研究
历史，首先“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
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 毛泽东在谈“如
何研究中共党史”时也说过: 研究历史，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所谓“全面的历史的
方法”，也就是整体的、联系的方法，通俗地讲，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
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
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②比如，我们研究某一思想或思潮的产生
时，就不仅要研究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还要研究它的思想或理论来源，这既包括中国固有

的思想或理论来源，也包括外国输入的思想或理论来源，而且还要研究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或思

潮的相互关系。

五、必须将西方理论方法本土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借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

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思想史研究中引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
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扩大了文献资料的使用范围。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多着重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解读。

但长期以来，能用来作为思想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外“儒家的经典及注释、诸子的解说、文集、语录、
正史、传记”等，而很多的考古资料，如“器物或图像资料、数术方技文献”以及历代的历书、则例、类
书、蒙书、方志、族谱、档案和其他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献资料则没有被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资料
之中。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史还是像哲学史一样，讨论的重心还是集中在精英和经
典。”③但自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后，原来那些没有或很少在思想史
研究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得到了广泛运用。比如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大量地引用了中国
早期的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各种类书、私塾教材以及碑刻造像、书札信件等资料，来说明
“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④

其次，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得到重视和利用。除文献资料外，一些民间信仰、风俗习惯、行为
方式、礼仪节日、图像音律、碑刻字画等非文献资料所记载或反映的可能是一种有着更广泛影响的社
会思想，但由于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官方的文献资料或精英留下的文献资料对此没有记载，或记载

不多，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几乎没有利用过这些非文献资料。而西方社会史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对大量的、散落在民间和社会上的非文献资料进行发掘、整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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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6 页。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0 页。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 年第 4 期。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1 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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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因此，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非文献资料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开始得到
重视和利用。口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但和非文献资料一样，口述资料在以前的中国思想
史研究中也很少甚至没有被利用过。口述资料的被重视和利用也是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
法被引用到思想史研究之后的事。
最后，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方式。我们以前书写的中国思想史，基本上是精英思想史。

比如，在学术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侯外庐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就是以不同时期的精英思
想为主轴而架构起来的。此外，胡适、梁启超、冯友兰、钱穆等人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
作也都如此，都是精英式的，很少能看到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但这种情况现在有了改变，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开始利用原来很少利

用的一些文献资料、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来研究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甚至有学者以不
同时期的一般人或社会大众思想为主轴来架构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著作。这方面最成功、最典型
的例子便是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史，重视一般人或社会大众思想的研
究，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进步，值得充分肯定。但矫枉不能过正，不能只研究一般人或社
会大众的思想，而不研究精英的思想。实际上，一部中国思想史，既要包括精英人物的思想，也
要包括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既不能以精英人物的思想为主轴，也不能以一般人或社会大

众的思想为主轴，因为历史既不是精英人物独自创造的，也不是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独自创造的，

而是精英人物和社会大众共同创造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场景下他们的贡献
有多有少而已。
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实际上，不只是西方

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如系统论、结构论、后现代
主义理论的传入，都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起过或多

或少的积极作用。就此而言，我们对来自于西方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持积极开放
的态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西方社会史以及西方其他社
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也给研究者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困惑。
一是对史料与理论关系形成颠倒的错误认知。“论从史出”，这是史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在

对史料的解读中我们要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全面系统地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分析史实，才能得
出自己的结论，史料与理论之间是相互的，理论是从史料中得到的，史料也能用理论去验证，所以对

肢解史料以有利于自己的论证的做法是史学界尤其要反对与警惕的。但近二十年来，随着西方社会
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等范式进行
思想史的研究，研究中常常采用的是先立论后举例的程序。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扩大研究视域，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在已有“结论”的引导下去寻求史料，而达
不到“论从史出”的要求。
二是阐释的“过度”与概念的“滥用”。当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话语分析”模式传入中国时，给

研究者带来了一种“不良”的暗示———在研究中可以从文本到文本，依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历史。
这种暗示的危险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方法会产生阐释“过度”的现象。黄兴涛就对“想象”“神话”
“吊诡”等名词在史学研究中的“滥用”提出过批评。他指出，许多人往往把带有想象性特点或者
说曾有“想象”因素参与其中的历史认知过程，与“想象”作为根本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好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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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想象”外，便无其他的思维活动;“神话”的标签也到处乱用，并且使用的并不是本来意义上
的概念。①

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将更多的关

注下沉到民间，力图通过阐释与分析民众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还原历史场景，但是忘却了思想

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即理论的要求，所以文章显得支离破碎，没有理论深度，这是社会史与思想

史的结合没有到位的结果。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打通不同学科，
实现学科更好的结合; 在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研究实际，将西方的研

究理论和方法“中国化”，从而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使中国近代思想史
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

左玉河 ( 河南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

20 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
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
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
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

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均将
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并重视采用其他各专门学科的新方法，推进
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但同样带来了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 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中国

近代文化史研究，存在着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的局限; 新文化史范式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文化

史研究，存在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偏向。如何破解两难困境而创建中国特色的近代文化史
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重学科轻方法:传统文化史范式的局限及学术困境

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文化史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方能成为独立学科。改革开放后复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事项的产生、发展、变
化及其规律的学问，将研究对象定位为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以外的“文化”，属于狭义文化史。因
此，它是与近代经济史、近代政治史并列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学科属性并长期被作为
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加以建设。
首先，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按照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展开的。传统文化史以历史学的

研究理念为主，坚持历史学的求真宗旨，着力弄清文化发展的基本历程，揭示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

关系，探求文化发展的规律。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既然将“文化”视为与政治、经济并列的
客观实体，并定位为关于“文化”的历史且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那么，就要按照历史学的规范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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